第23卷增刊              经   济   地   理    ECONOMIC GEOGRAPHY           Vol.23, Supp.

2003年11月              第七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Dec., 2003
180
经    济    地    理                                23卷
181
增刊                       张忍顺，齐德利：丹霞地貌与巨佛摩崖造像(一)

丹霞地貌与巨佛摩崖造像（一）

——巨佛摩崖造像缘起及中国摩崖巨佛
张忍顺 齐德利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中国的摩崖巨佛艺术，不论从数量体量，还是艺术水平都雄踞世界第一。本文分析了巨佛造像形成及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国大佛文化受巴米扬文化的影响，巨佛建造的开始时代与巴米扬大佛大致同时，相当于中国十六国时期。大佛与石窟的建造取决于宗教的神秘性和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先建于当时的国都平城（今大同）与洛阳附近。云岗的昙曜五窟标志着中国摩崖巨佛营造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唐朝综合国力大增，加之李唐王朝的崇佛，掀起了摩崖巨佛的营建高潮。唐代的摩崖巨佛多分布在陇山东西两侧、河西走廊及四川盆地边缘。宋代国力维艰，大佛营造渐趋低潮。但南宋偏安形成的四川盆地相对安定，经济发达的局面，却造就了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地区性高潮。元代以后摩崖石刻已陷入低潮。四川盆地与中原及渭河平原相比，大佛营造活动的兴起与衰落总有一个以百年计的时间差。明代和民国时期，四川盆地仍有少量摩崖大佛的出现，那只是夕阳落后的缕缕余辉了。我国现存10m以上的大佛有44座，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26座，占59.1％。同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的有12座，占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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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佛教产生于印度半岛，向西北传入阿富汗地区，创造了灿烂的犍陀罗艺术。但是在公元5世纪，它们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印度教所取代，而在阿富汗地区亦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唯独向东北方向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后，与传统的中国儒教文化相结合而彻底中国化，得以存在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兴旺不衰。与佛教东渐过程相应，佛教艺术也有一个流变及中国化的过程。审视当今世界作为佛教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石窟艺术和摩崖造像，就可以看到佛教文化在中国才得以发扬光大，不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水平，我国都雄踞世界之最。

中国巨型摩崖造像及石窟艺术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一部分。本文探讨它的地理分布规律，特别强调与丹霞地貌的关系。这里的丹霞地貌是指广义概念上的，包括典型的丹霞地貌和非典型的类丹霞地貌在内。本文研究对象不包括金属或木质地的寺庙佛像，也不包括雪域西藏摩崖造像。

2 犍陀罗艺术与巨佛文化的肇始

早期的印度佛教，对佛的形象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表示。不论是恒河流域，还是南印度、抑或是西北印度，礼拜的对象都是佛塔。佛本生故事作为塔座的浮雕题材。稍后出现的佛像也是作为塔座的浮雕出现的。因此，佛的形象与塔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信仰者的礼拜。即使是贵霜王朝统治下的犍陀罗，由于受古典艺术的影响，出现了单身的佛像，但那时的宗教崇拜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佛塔，翠堵坡遍布于犍陀罗地区[1]。

犍陀罗位于古印度西北部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即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毗邻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它的北东西三面为兴都库什山脉所环绕。由于地处西亚，南亚及东亚的交通要冲，故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中国文化相交汇的地方。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迁都白沙瓦，大力扶持佛教，犍陀罗地区遂成为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在原大夏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并产生了闻名世界的犍陀罗文化艺术。

佛像的制作一般来说，始于公元前的犍陀罗艺术。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中的神和英雄形象的主题是通过神像表现的。它神态肃静，身穿希腊披袍，在静寂中蕴藏着坚韧的力量。而当时流行于犍陀罗地区的小乘佛教，则是把佛陀当作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及高尚道德修养的人间圣贤来表现的，他是旨在唤醒人们的英雄，是释迦族的圣人，僧徒们崇拜它只是因为他的人格，显然这与源于希腊文化的大夏王朝古典艺术一拍即合，于是表现英雄的主题就成为犍陀罗艺术的鲜明特征，佛像按照希腊—罗马艺术中的神的形象来塑造。

犍陀罗雕刻艺术的影响极其深广。主要是向西北与东北及东南三个方向传播。公元三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的阿富汗东部发展。五世纪时，犍陀罗艺术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渐趋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七世纪，此即后期的犍陀罗艺术，或“印度—阿富汗”艺术流派，亦即巴米扬艺术[2]。

公元五世纪，犍陀罗艺术进入后期，即是所谓的“异化期”。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起源的艺术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巨佛崇拜似乎是来源于宗教竞争。琐罗亚斯法教的拜火“圣坛”，建立在高高的山顶，几公里以外的信徒都可以遥望圣坛前的“圣火”。当然，佛教徒也就能造出巨佛，使僧侣们从远处就可以看大慈大悲的尊容，“巨佛崇拜”的思想也就确立了。[3]
古埃及有制作摩崖国王巨像的老传统，古希腊罗马亦有大型神像制作。即使是在伊朗，在萨珊王朝的摩崖雕刻中也可以看到巨像。因而可以把巴米扬大佛看作是由西方传入的建造巨像传统和由印度传来的礼拜佛像观念相结合的一种最初尝试。

巴米扬位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135km的兴都库什山区，海拔2590m。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印度、伊朗和中亚的交通枢纽。巴米扬石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造像之一，散布在巴米扬河谷的南岸。其中心区东西长1300m，在红褐色的岩石峭壁上凿出大小石窟570多个[3-4]。著名的东大佛和西大佛分别高38m和55m。东西大佛的建造年代，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意见。一般认为东大佛较早，在公元4、5世纪，西大佛较晚，在公元5、6世纪[1]。大佛的开始出现，即与丹霞地貌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便经过梵衍那国（即今巴米扬）。这位中国伟大的宗教巡礼者在《大唐西域记》中写到：“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崖……，王城东北山隅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敛，宝饰焕烂，……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人涅般卧像，长千余尺。”可以想象，那些千里跋涉、穿行于戈壁沙漠、冰山雪峰的宗教巡礼者，那些疲惫不堪的使者商旅，在夕阳晚霞映照下，看着赭红崖壁上美仑美奂、巍峨崇高的佛陀放射着金光，沐浴在佛陀神圣的光辉里，感受到温暖的慰籍和鼓舞。可惜的是，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之前，众多石窟的造像已荡然无存，幸存的只有石胎的东大像及与它相距500m的西大像，以及卡克拉克谷地的立佛了。而今连这点仅存的硕果也被破坏殆尽。

这两尊大佛的造型除了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的风格外，还较多地吸引了印度本土的传统，并将印度的石窟艺术和巨佛造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结合体[5]。

3 佛教东渐与中国早期巨佛的始建

犍陀罗艺术向东北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西域与内地，并东渐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造型艺术提供了最新的佛教模式[5]。

巴米扬大佛建造时正是我国北方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这个狼烟四起、王朝迭兴、百姓涂炭的时期，外来的神秘佛教无论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最好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宗教，名僧们也提出了国主“既是当今如来”，依附政权来扩大教权。崇佛遂成为十六国时代的国策。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却是在精神史上极自由、极开放、极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6]。因此也最富于艺术精神。精神上的解放也令僧侣和雕塑家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出灿烂的大佛摩崖文化准备了思想条件。

自十六国到北朝，石窟发展迅速。西起玉门关，沿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向北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至大同，东北到今辽宁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东南至江苏的徐州云龙山石窟，各方建寺建塔，开窟之举屡见不鲜。五世纪初（412）在十六国时代，处于河西走廊的北凉国王诅渠蒙逊曾在凉州天梯山为他的母亲雕凿了一尊5m多高的佛像，这是我国最早开凿出的较大的大佛像。可惜，如今还没有找到。

在南朝除了供佛像于寺塔外，已开始就山崖石壁造像。四川的巴中在刘宋时便有“即崖镌像，因险立室”的记载，巴中南龛等摩崖造像，据说创始于南朝。浙江新昌南明山大佛寺高13.23m的摩崖立佛，南齐永明四年(486)开凿，至南梁天监十五年(516)方才雕成[7]。
东晋至南朝建寺造像之风虽盛，却不及北朝为烈。这是因为相对而言，南朝偏重于义理的操作，北朝则偏重于功德佛事。北朝开窟造像千百倍于南朝。现存河南浚县大伾山27m高的大石佛座像的创凿年代尚无定论，有关专家统一意见是在后赵至北齐间[7]。如若是在后赵期间开凿，它就是我国最早的大佛像了[5]。

鲜卑跋拓部在动荡艰难与险恶的历史环境中，肩负起统一北部中国的责任，登上了震惊中亚和东亚的历史舞台。太平真君七年三月（446年）北魏拓拔焘下令毁佛的事件使佛教领袖得到教训。著名僧人昙曜深知“山宇可以终天”的道理，积极献策，开凿永久性石窟。“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五窟便是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前后营造长达30余年(453-486)之久。这五尊大佛，雄浑伟岸，风貌粗犷，具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从而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6］，从此，巨大的石佛可以立影天地之间，以体现佛法与佛陀的永恒。

北朝的北齐也很具雕凿大佛像的传统。在公元6世纪50年代在经营晋阳时，在今太原市郊的龙山童子寺和蒙山开化寺，于悬崖上分别雕凿了一尊52m高的阿弥陀佛像（两旁的观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也高达36m以上）和高达60m的倚坐弥勒像，充分体现出北齐皇家佛教艺术的风范。可惜的是，这几座大佛象因地震或风化剥落而仅余遗韵了[9]。

江北大佛最东要数徐州云龙山兴化寺大佛，它依崖凿雕而成像，高11.52m，大佛头像雕自北魏(469)，而佛身则是清康熙年间的作品[10]。从佛座前向东北望去，正是北魏时汴水和泗水合流之处，大河前横，气象万千。

这应该是中国巨佛像的肇始时期，这些佛像多为洞窟大佛，与后来的摩崖巨像不同。

为便于佛法的传播，最早的是南北朝时建造的大佛，所选地址多在国都城市或交通要道上，如云岗石窟所在的平城是为北魏首都。而浚县大佛所在的大伾山则是中原交通要津、金昌明以前的黄河黎阳津。徐州云龙山大佛则是选在汴水入泗水的由中原去江南的水路要津。而新昌南明山大佛则正是东晋以后，中原战祸频仍，北方门阀，士族南迁并居之地。

4 唐代建造大佛的高潮

北魏昙曜五窟大佛真正开启了建造大佛的高潮。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统一而繁荣的唐王朝建立。

之后，社会相对稳定，人们更易幻想佛陀与菩萨保佑安宁。于是中国摩崖造像到了盛唐时期达到高潮，并向着高大和精细两个方向发展。作为唐代建造大佛高潮的先声，隋已在麦积山建大佛三尊。唐贞观年间，在西出长安的要道上又建造了彬县大佛。随后又分别建造了洛阳龙门奉先寺、炳灵寺大佛、固原须弥山大佛等摩崖大佛。

武则天在唐永徽元年（655）做皇后起，便梦想做女皇。载初元年（689），授意僧人伪撰《大云经》，称自己为弥勒佛转世。随之，在龙门石窟大造弥勒像，此举意在为改朝换代作准备。在当上皇帝后，她自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即指弥勒。武则天当政时期的龙门造像，三世佛中均为弥勒居中，成为这一时期造像断代的依据[7]。

莫高窟唐代造像中不乏大型作品，最著名的即北大像和南大像。北大像造于武则天建载二年（公元695年），高32m，南大像造于开元年间（713-741），高26m，二像均为弥勒造像。148号窟中，大历十一年（776）李大宾所造涅盘像长达16m，右肋而卧，绕佛之侧有菩萨、天龙八部，十大弟子和各国各族徒众等72躯，规模庞大，颇为壮观[7]。

佛教入川早在东晋三国时期，但此期间并无建造摩崖大佛。只是在唐朝才掀起了巨佛建造高潮。广泛分布在四川盆地的周边上，以乐山凌云寺大佛为代表，而且达到了我国摩崖造巨佛雕塑中体量、高度及艺术水平的最高峰，显然这是因为，一是唐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出身于四川的武则天十分崇奉佛教；二是唐代四川经济比较发达，物产丰富，文化艺术发达，对外交通频繁，大批中原文士匠人入川，为四川建造大佛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三是四川盆地周围山峦起伏，地面分布着大片丹霞地貌及利于雕刻的岩石。这些也为石刻艺术的发达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唐代在四川建造的大佛17个[11]。

表1中列出了我国高度大于或等于10m的石质或木质大佛。如果算上龙门奉先寺大佛与彬县大佛两侧高于10m的佛像，唐代巨佛像达24个，占总数43个的一半以上。

5 宋代巴蜀地区性的巨佛造像高潮

值得注意的的是进入宋代以后，由于宋代的统治者笃信道教，加之宋代一直受到异族入侵的影响，经济综合实力和国家政治大不如唐代。就整个中国而言，巨佛摩崖造像的形势已从高潮转向低潮。但在南宋时期，较长期的偏安局面，使得南宋经济发达，相对封闭的以大足摩崖石刻为代表的巴蜀佛教艺术却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荣山大佛、大足卧佛、合川钓鱼城大佛及威远百胜乡大佛，都是在这个时期建造。而在福建的宋代摩崖造像虽不如大足那样大气磅礴，但在福州、泉州一带也雕塑出一批较大的摩崖佛像，如位于福建清瑞山的弥勒造像高9m，是福建最大的石雕佛像，泉州清源山瑞像岩的释迦佛像（7m）、弥陀岩的阿弥陀佛像（7m）、泉州金井西资岩高约7米的阿弥陀佛及其两侧高约6m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像，在东石镇的高度与西资岩相当的西方三圣像[9，12]。

表1 中国巨佛分布及特征[3，9，11]

Tab.1  The character and distributing of Gigantic Buddha Carved in Precipice in China

	编号
	地点
	大佛名称
	姿态
	高(长)度(m)
	建造年代
	材料
	保护级别

	1
	四川
	乐山凌云寺大佛（弥勒）
	坐
	56.7
	唐（713-803）
	石
	W、N

	2
	
	荣县大佛（释迦）
	坐
	37.0
	北宋（1085-1093）
	石
	P

	3
	
	潼南龙马乡大佛（释迦）
	卧
	36.0
	民国17-19年（1930）
	石
	P

	4
	
	潼南涪江畔大佛（弥勒）
	座
	18.4
	唐咸通（861）至宋靖康元年（1126）
	石
	P

	5
	
	大足的宝顶山大佛（释迦）
	卧
	31.0
	南宋
	石
	W、N

	6
	
	安岳卧佛沟大佛（释迦）
	卧
	23
	唐开元（705）
	石
	N

	7
	
	屏山龙华八仙山大佛（释迦）
	立
	32
	明
	石
	P

	8
	
	合川涞滩大佛（释迦）
	坐
	12.5
	唐
	石
	P

	9
	
	南部禹跡山大佛（释迦）
	立
	17.52
	南宋以前
	石
	P

	10
	
	江津石门场菩萨（毗卢）
	坐
	23
	明
	石
	P

	11
	
	合川钓鱼城大佛（释迦）
	卧
	11
	宋
	石胎彩绘
	N

	12
	
	阆中大象山大佛（释迦）
	坐
	10
	南宋淳熙年间
	石
	N

	13
	
	威远百胜乡大佛（阿弥陀）
	立
	11.82
	宋
	石
	P

	14
	
	仁寿牛角寨摩崖大佛（弥勒）
	坐
	12
	唐
	石
	P

	15
	
	乐至马罗乡卧佛（释迦）
	卧
	12.6
	唐
	石
	P

	16
	
	资阳骑龙坳大佛（弥勒）
	坐
	13
	唐 
	石
	P

	17
	
	资阳半月山大佛（弥勒）
	坐
	21.4
	唐贞元
	石
	P

	18
	
	仁寿高家大佛（弥勒）
	坐
	15.86
	唐开元
	石
	P

	19
	
	仁寿太乙大佛（弥勒）
	坐
	15
	明
	石
	P

	20
	甘肃
	甘谷县大象山
	坐
	27.3
	北魏风格、泥塑盛唐
	石胎泥塑
	N

	21
	
	麦积山大佛(东崖)三尊
	立
	16
	隋开皇仁寿间(581-604)
	石胎泥皮
	N

	22
	
	武山拉稍寺释迦佛
	坐
	40
	北周武成元年（559）
	石雕彩绘
	N

	23
	
	张掖宏仁寺涅槃大佛
	卧
	34.5
	西夏永安元年（1098）
	木胎泥塑
	N

	24
	
	刘家峡炳灵寺大佛 
	坐
	28
	唐开元（731）
	石
	N

	25
	
	武威天梯山安乐博大佛
	坐
	26
	唐
	石
	N

	26
	
	莫高窟北大佛（96窟）
	坐
	33
	唐延载二年（695）
	泥塑
	W，N

	27
	
	莫高窟南大佛（130窟）
	坐
	26
	唐开元（713-741）
	泥塑
	W，N

	28
	
	莫高窟148窟涅盘像
	卧
	16
	唐大历十一年（776）
	泥塑
	W，N

	29
	山西
	昙曜五窟
	16窟
	立
	13.5
	北魏（453-486）
	石
	W、N

	30
	
	
	17窟弥勒佛
	坐
	15.6
	
	石
	W、N

	31
	
	
	18窟
	立
	15.5
	
	石
	W、N

	32
	
	
	19窟
	坐
	16.8
	
	石
	W、N

	33
	
	
	20窟
	坐
	13.7
	
	石
	W、N

	34
	浙江
	新昌宝相寺大佛
	坐
	13.23
	齐（486）-梁（516） 
	石胎泥皮
	P

	35
	
	柯岩弥勒像
	坐
	10.6
	隋
	石
	P

	36
	
	绍兴东湖大佛（释迦）
	坐
	10
	1993-1994
	石
	P

	37
	河南
	浚县大伾山大佛（弥勒）
	坐
	22.7
	后赵-北齐
	石胎泥皮
	N

	38
	
	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
	坐
	17.14
	唐上元二年（675）
	石
	W、N

	39
	河北
	正定隆兴寺观世音
	立
	21.3
	宋开宝四年（971）
	铜
	N

	40
	
	承德晋宁寺大佛
	坐
	22.23
	乾隆（1766）
	木
	W、N

	41
	京
	北京雍和宫
	坐
	18.0
	康熙（1723）
	白檀木
	N

	42
	苏
	徐州云龙山兴化寺大佛
	坐
	11.52
	北魏（468）
	石胎泥皮
	P

	43
	宁
	固原县须弥山大佛
	立
	20.6
	唐大中（849）
	石
	N

	44
	陕
	彬县大佛寺阿弥陀佛＊＊
	坐
	18.5
	唐贞观（628）
	石
	N


注：W-世界遗产；N-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或文保单位；P-省级；C-市级

＊卢舍那佛左右肋待迦叶、阿难立像均高10.65m，二菩萨均高13.3m。左侧毗沙门天王高10.3m；

＊＊两侧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立像各高14m。

＊＊＊西藏及台湾未在统计之中。
6 大佛造像的衰落

由于元代统治者崇信喇嘛教，明代统治者崇信道教。所以元代以及元朝以后，摩崖造像活动便逐渐走向衰落。但这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明朝，四川盆地仍有江津石门场毗卢大佛、屏山龙华八仙山释迦大佛以及仁寿太乙弥陀大佛建造。清朝统治者崇信黄教，在漫长的近三百年中，没有建造一座摩崖大佛。民国期间，潼南龙马乡释迦大佛的建成，如日落后天边的一缕余辉，标志着我国延续一千五百多年的巨佛摩崖造像活动的结束。四川盆地建造摩崖巨佛活动的兴起与衰落总是比居于政治中心的地域有一个数百年的时间差。除封建统治者崇信的宗教类别转换的原因以外，元朝以后政治中心东迁，或北京，或南京，远离我国丹霞地貌分布最集中的陇山周围、河西走廊及四川盆地，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应该指出，明清时期虽然巨佛摩崖活动渐趋没落，但是制造巨佛的活动并没有停止。随着雕刻与铜铸技术的精进，去建造更奢华、更精细的木雕大佛和铜铸大佛。

7 结论

巨佛摩崖造像是印度的石窟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甚至古埃及艺术的巨像雕塑相结合的产物和综合艺术形态。它产生于公元5世纪的后犍陀罗艺术、即印度—阿富汗艺术时期，巴米扬大佛即是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艺术的代表。但随着贵霜王朝的覆灭，尽管有一、二百年的滞后，巨佛文化在犍陀罗地区便覆灭了，以致于巴米扬大佛成了绝响。北魏灭佛事件使得佛教领袖产生了建造摩崖大佛的思想，以使佛法与山体一样永不磨灭。并且认识到教权与皇权相结合的重要性。巨佛文化随着犍陀罗艺术东渐，进入了中国西域及内地，反而在中国土地上发扬广大，发展成有中国特色的灿烂的佛教雕塑艺术。至今，我国现存10m以上的大佛有44座（表1），其中同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的有12座，占到27.3％，国家级文保单位14座，占31.8％。其中建造于丹霞地貌区的大佛就有28座，占大佛总数的63.6％。

中国大佛的造像，始于十六国时期，与巴米扬大佛建造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东部地区，摩崖大佛开始就与石窟同时建造，如大伾山大佛、南明山大佛、云龙山大佛，还有云岗昙曜五窟大佛。而在西部则是先有石窟，摩崖大佛似乎要晚些。

大佛和石窟的建造取决于宗教神秘性和封建统治的政治需求。早期摩崖大佛多选在中央或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都、政治中心及交通要道。前者如平城（大同）、太原、洛阳先后为北魏的国都或政治中心，后者如新昌及大伾山。唐代综合国力大增，加之李氏王朝崇佛，皇权与教权结合，巨佛摩崖又掀起了高潮。唐代营造的巨佛多分布在四川盆地周围和陇山周围的山丘地区。后者正是沿着最为繁荣的国都通往西域的唐代丝绸之路，前者是武则天的故乡。宋代国力维艰，大佛营造渐趋低潮。但南宋时期偏于一隅的四川盆地相对安定，经济发达，出现了一个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地区性高潮。明代崇尚道教；但四川仍有江津石门场大佛及仁寿太乙大佛建造。清代崇尚黄教，以大佛摩崖为代表的石窟艺术已经衰落。直到民国尽管有大佛建造，但已经是大佛文化的余辉。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绍兴地区仍有摩崖大佛的建造，其意义已与以往大佛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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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XIA LANDFORM AND GIGANTIC BUDDHA CARVED IN PRECIPICE (Ⅰ)

——THE ORIGIN OF GIGANTIC BUDDHA AND CHINESE GIGANTIC BUDDHA CARVED FROM STONE

Zhang Ren-shun     Qi Deli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Gigantic Buddha carved in precipice in China is the most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not only numbers and bulkiness,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carved art. The paper analysis the formatting of Gigantic Buddha carved from stone and its spreading prosess. Chinese Gigantic Buddha carved from stone affected by Bamiyang art. The building of Gigantic Buddha and carve lies on the mysteries of relig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gubernatorial. The age of Gigantic Buddha building is roughly same as Bamiyang Buddha’s. That is the Sixteen States Period of China. The location of them are near around Pingcheng (Datong) and Luoyang which are capitals of Beiwei states. The building of Tanyao Five-carve of Yungang is the symbol of beginning of Chinese Gigantic Buddha carved in stone. The national integrated power of the Tang Dynasty rises quickly, in addition the state believing in Buddha. The building upsurge is raised. Aroun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f Long Mountain, Hexi Corridor and the brink of Sichuan basin, there are many Gigantic Buddhaes carved in stone at the tim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national power is down. The building of Gigantic Buddha is downhill.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table and flourish economic in Sichuan basin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Dazu Carve is the symbol of local high tide of Gigantic Buddha building. The building of Gigantic Buddha turns to low time in Yuan Dynasty. Compare with the rising and falling time of Gigantic Buddha building is a hundred-year lap between Sichuan basin and Weihe plai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a few of Gigantic Buddha were still built in Sichuan basin. But then, this is the rest of Gigantic Buddha building. Nowdays there are 44 Gigantic Buddhas height than 10 meters in China. 26, namely 59.1% of Gigantic Buddhas number, are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The 12 of which belong to both World Culture heritage and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Key words: Danxia landform; Gigantic Buddha culture; carved in precipice


























































